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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對廣州市10所高校大學生的隨機抽樣調查（n=1,017），旨在

比較傳統媒介和互聯網對公民參與的作用。研究發現，閱讀報紙和雜

誌對虛擬和真實世界中的公民參與都有顯著的積極影響。看電視和聽

廣播的作用均不顯著。在複雜的網絡使用中，收發郵件和上社交網站

能夠促進大學生進行在綫和綫下公民參與，說明互聯網的主要作用在

於傳遞信息、構建輿論和組織集體行動。但是，政治效能度和互聯網

自我效能度對公民參與的預測能力比媒介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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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media and 

the Internet (new media) on civic engagement. Four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wo 

hypotheses are posed.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1) Do conventional media 

and the new media differ in their influences on civic engagement? 2) Which 

types of Internet usage have an impact on civic engagement? 3) Does Internet 

self-efficacy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and 

social capital? Specifically, is it possible that users with high Internet self-

efficacy are more likely to utilize the Internet for civic participation? 4) Does 

political self-efficacy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and social capital? Specifically, is it possible that people with high 

political self-efficacy are more likely to utilize the Internet for ci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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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The two corresponding hypotheses are: 1) Internet self-efficacy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online civic engagement. 2) Political self-efficacy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online and offline civic engagement. 

To answer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est the hypotheses, this study 

included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en universities 

in Guangzhou, the largest city in southern China. The sample size was 1017.

The results of the data analysis show that conventional and new media exert 

different impacts on civic engagement. Reading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significantly enhance online and offline civic engagement, while the effects of 

watching TV and listening to the radio are not significant. This implies that TV 

and broadcast might no longer serve as civic educators, while print media sti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ostering civic awareness and behaviors.

Among the various types of Internet use, exchanging e-mails and using 

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s (SNS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online 

and offline civic engagement. The effects of other types of Internet use are not 

significant. The implication of these findings is that the primary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on civic engagement is rooted in the function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fluencing public opinion, and organizing collective actions; 

that is, social Internet use could enhance civic engagement.

However, the effect size of media (including conventional and new) is 

limited compared to the 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of civic engagement.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self-efficacy is a powerful predictor of civic 

engagement; their Internet self-efficacy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online 

engagement.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olitical and Internet efficac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civic engagement are not significant,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civic impact of the Internet does not depend on 

people’s political efficacies and Internet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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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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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是指公民關心和參加社會公共事務的

行為。公民參與對於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和社會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傳播技術的革新正在給公民參與帶來新的機會，在我國，新興的媒體

技術激發了新的參與方式和參與機制。國內現有的對網絡公民參與的

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從理論的視角分析互聯網對中國公

民社會進程的影響，學者們常常引用的理論包括普特南的社會資本理

論、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等等，討論網絡

參與是否有利於形成網絡輿論場或者網絡公共領域 (如師曾志、楊伯

漵，2007；胡泳，2008)。第二類則是以案例分析、焦點小組等定性研

究的方法，對具體的網絡參與事件的來龍去脉和影響進行描述和追

溯，並分析其中體現的公民性 (如邱林川、陳韜文，2011)。本研究試

圖以大學生這個正在成長中的公民群體為對象，在大樣本的基礎上了

解互聯網對公民參與行為的影響，以定量的方法探討互聯網正在如何

影響和構造中國的公眾參與，我們同樣將傳統媒體也部分地納入考察

範疇，因為在諸多公民參與的案例中，互聯網和傳統媒體的銜接都構

成了公眾參與的主要傳播機制。

大眾媒介和公民參與的關係

Shah，McLeod和Yoon（2001）解釋了大眾媒介對公民參與產生影

響的原理。一方面，大眾傳媒為人們提供消息、觀點和言論，這些共

享的信息資源能夠產生公共話題，激發公共討論和公民參與行為。另

一方面，消費大眾媒介的共同行為能夠把受眾聯繫起來，產生一種共

同的身份，拉近受眾之間的心理距離，為人際關係的建立、拓展或深

化鋪下基礎，還能夠增強人們進行公民參與的自我效能感。Pasek等人

（Pasek, Kenski, Romer, & Jamieson, 2006）分析道，媒介對公民參與的

影響主要通過三種相互聯繫又相互衝突的途徑。第一種途徑是通過媒

介建立社會關係。阻礙人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搭便

車者困境」（free-rider dilemma）（Olson, 1965）。個體往往沒有太大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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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投入集體活動，除非參加這個集體能夠幫助實現他 /她的個人目標。

集體中其他成員對集體活動的投入會更加削弱個體投身於集體事業的

動力，因為已經有人付出了努力，再多的參與會被認為是「多餘的」或

者「不重要的」。所以，有人在集體行動中會坐享別人的勞動成果，自

己並不付出努力。有學者指出（e.g., Putnam, 1993; Ostrom, 1990），解決

「搭便車者困境」的一個辦法是通過社區網絡刺激個體參與集體行動，

個體之間的日常聯繫、對媒介報道的討論（即使這些媒介話題無關政

治，只是與體育、電視、音樂或電影相關）能夠形成「想像的共同體」，

在這個共同體裏面，成員不必相互認識或者見面，但他們分享公共話

題和共同的關注點，這種「想像的共同體」能夠幫助樹立集體意識，從

而抑制「搭便車行為」。媒介的第二種作用在於傳遞知識，新聞媒體能

夠迅速及時地向大眾提供與政治和社會事務有關的信息，而獲取這些

信息是公民參與的基本條件。媒介影響公民參與的第三種途徑表現在

媒介消費是需要花費時間的，人們使用媒介的時間越長（如長時間看電

視、閱讀或者上網），他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時間則會越短，如

Putnam（2000）認為電視是導致公民參與程度下降的罪魁禍首。從這個

角度而言，媒介的作用與前兩種作用是衝突的。所以，媒介效果往往

是顯著的，但不同的媒介會在效果的大小和方向上有所差異。中國國

內的學者中，展江（2008：230-232）認為傳媒是公民參與的發動機、放

大器和監督者。「發動機」的作用表現在媒介議程進入公眾領域之後會

激發廣泛的討論，形成公眾議程，公眾議程可以影響政府議程。「放大

器」的作用在於媒介可以幫助放大公眾的聲音，引起廣泛的注意和支

持。媒介作為「監督者」的作用體現在檢測政府行為和公眾的參與狀

況，及時反映政府的政策、披露政府的失誤或者問題，並為公眾提供

討論的輿論平台和彙集各種言論。

互聯網環境下的公民參與

DiMaggio等人（2001）把探討互聯網和公民參與關係的研究分為兩

類：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樂觀主義者認為互聯網上高度的資源共享

能夠促進公共信息的流通，使互聯網用戶能夠從各種渠道迅速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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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息，並且便捷地在網絡平台上討論社會公共事務（Livingstone, 

2008）。由於網絡匿名的保護，人們可以在互聯網上就社會公共事務大

膽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互聯網減少了參與公共事務的成本，消除了時

間和空間對公民參與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互聯網降低甚至瓦解了公

民參與的門檻限制，以計算機為媒介的傳播能夠打破既存的社會地

位、組織和地理的界限，提高邊緣人群的參與度。互聯網上密集的虛

擬社區和網絡群組能夠培育社區意識，增加人們對集體的責任感和對

社會公共事務的興趣。網友對虛擬社區的參與能夠鍛煉他們人際交往

的能力、參與和管理集體事務的技能，這些都有利於促進他們對社會

公共事務的參與。Katz，Rice和Aspden（2001）從1995年至2000年跟踪

調查了互聯網用戶和非用戶的公民參與狀況和社會交往情況。他們發

現互聯網使用與社區參與和政治參與呈正相關關係，那些上網時間越

多的人越有可能從屬於某個地區組織，互聯網用戶比非用戶更多地加

入了某個社區組織。此外，網絡參與越來越成為一種重要的參與方

式。互聯網的互動性（interactivity）允許多種形式的參與活動在網絡世

界展開，網絡參與更加方便快捷，參與的形式也非常多樣化，如，參

加網絡群體、俱樂部、興趣小組的活動，參與網絡論壇就社會公共事

務進行在線討論，在線投票，在線選舉，在線捐獻等等。

悲觀主義者們却擔心互聯網會侵蝕人們的公共生活，因為互聯網

上讓人眼花繚亂的信息和娛樂服務（如網絡遊戲、在線電影等）會佔據

用戶的時間和精力，使他們沉迷其中而遠離公共話題（Jennings & 

Zeitner, 2003; Putnam, 2000）。而且，互聯網對公民參與的作用可能會

依賴於其他因素，比如政治功效感、使用網絡的熟練程度等，只有那

些真正對社會公共事務有興趣和熱情的人才會有效地利用互聯網來滿

足自己參與公共事務的需求，換而言之，數字鴻溝會加深原有的公民

參與鴻溝。此外，學者桑斯坦（2003）同樣表達了對互聯網這種「定制

化」媒介阻礙民主的擔憂。他認為在一個表達自由的機制中，人們應該

置身於任何信息下，而不應該被事先篩選；公民之間應該擁有一定程

度的共同經驗，因為這些共同經驗能提供某種社會黏性。很多互聯網

服務允許個人對信息進行定制和篩選，長期處於自己定制的信息中使

得具有相同觀點的人更容易聚集在一起，從而產生群體極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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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報紙、雜誌和廣播電視等公共媒介的力量却相對削弱，

公民集體消費公共媒介內容的共同經驗也會大幅減少，而這對民主和

言論自由來說都是威脅。

上述兩種觀點之間的矛盾應當歸結於互聯網使用的多元性和互聯

網用戶的複雜性。Shah等人（Shah, Kwak, & Holbert, 2001）分析道，出

現這樣的爭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簡單地用上網時間來代表互聯網使用

行為，互聯網極高的互動性和豐富多彩的網絡工具使得每個人的上網

行為會呈現出個性化的特徵，籠統地以上網時間來測量互聯網使用會

導致結論的相互衝突。Wellman（2001）指出，互聯網可以說是一柄雙

刃劍。一方面，互聯網可以幫助人們維持現有的社會關係，開拓新的

社會關係，當互聯網把人和人連接起來的時候，它超越了計算機網絡

的概念，上升為一種社會網絡。另一方面，互聯網也能夠讓人們陷入

各種「非社會化」的活動中，佔用人們本應當用於社會交往和公共參與

的時間。Wellman等人（Wellman, Haase, Witte & Hampton, 2001）對「社

會化」和「非社會化」的互聯網行為進行了區分。非社會化的互聯網使

用包括搜索信息、瀏覽網頁和新聞、在線購物、下載音樂和視頻，這

些活動是由單獨的個體完成的，無需社會交往的介入；社會化的互聯

網使用包括收發電子郵件、在線聊天、寫博克、分享照片和視頻、玩

多人在線遊戲，用戶在進行這些活動的時候會獲得其他用戶的反饋，

是以互聯網為媒介的社會交往。此外，並非所有的互聯網服務都具有

「定制化」的特點，瀏覽門戶網站、新聞網站同樣也屬於對公共媒體的

消費。因此，關於互聯網對公民參與的影響，應該考慮到不同類型的

網絡應用的不同作用。

研究假設和研究問題的提出

在中國的語境下探討媒介與公民參與的實證研究還比較少，用中

國的實踐來檢驗西方理論能夠為公民參與研究體系提供重要的補充。

一方面，中國政府對傳統大眾媒介有着嚴格的控制，大眾媒介作為黨

和政府的喉舌，是發布政治信息、宣傳政治主張和引導輿論的工具（張

昆，2003）；另一方面，互聯網在中國疾速普及，由於缺乏正常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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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治參與渠道和利益表達機制，社會矛盾中醞釀的不滿情緒無法通

過正常渠道宣泄（何顯明，2010，p.9），而互聯網的便捷性、匿名性和

跨地域特性使之成為公民參與的重要渠道（楊光斌，2009）。大學生是

中國網民中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擁有良好的上網環境和技能，同時

也是中國社會未來政治參與的主體，所以，通過對大學生的媒介使用

和公民參與情況進行實證調研，能夠有助於我們了解新媒體技術對中

國公民社會的影響。具體而言，我們首先需要求證媒介對公民參與的

作用到底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不同類型的媒介是否會產生不同的影

響力？其次，在新媒體時代，互聯網的普及到底如何影響公民的社會

參與，是否會擠壓傳統媒介原有的作用？再者，單一地用上網時間來

測量互聯網使用行為不足以反映互聯網使用的複雜性，我們需要檢驗

互聯網用戶的上網時間以及他們具體的上網行為（如信息瀏覽與搜尋行

為，網絡社交行為和純娛樂行為）對公民參與的影響。因此，本文提出

的第一組研究問題是：

RQ1：傳統媒介和互聯網在對公民參與行為產生影響的方面是否

有差異？

RQ2：哪種互聯網使用會對公民參與行為產生影響？

此外，我們在討論媒介效果的同時，應當考慮到個體的差異。媒

介的受眾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社會背景、性格特徵、技能和興趣愛

好，這種差異會導致他們在接受和消費媒介內容上的差異性，從而也

會使媒介對不同的人產生不同的傳播效果。以往的媒介效果研究往往

把受眾當成同質性的整體，而忽略了受眾的個體差異，這也是許多經

驗研究在探討同一個問題時出現截然相反的結論的一個重要原因。有

學者指出，互聯網是否能發揮「公民媒體」的作用取決於人們對公共事

務的興趣和他們使用互聯網的技能，只有那些對社會公共事務有熱情

的人才有足夠的動力借助新媒體投身於社會參與，並且只有那些善於

使用網絡的人才有可能享受到互聯網帶來的便捷（Jennings & Zeitner, 

2003; Shah, Cho, Eveland, & Kwak, 2005）。互聯網自我效能用來描述互

聯網用戶對自己使用網絡的能力的評估（Eastin & LaRose, 2000）。

Brosius和Engel（1996）指出，較高的互聯網自我效能度能夠使用戶相

信他自己能夠控制好網絡，也不會受到網絡的負面影響。Ev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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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on和Seo（2004）發現，對網絡政治信息的消費能夠增強熟練用戶

的政治知識，但是對那些不善於使用互聯網來搜尋信息的人來說，却

沒有這樣的積極作用。也就是說，互聯網對公民參與的作用在一定程

度上依賴於用戶的互聯網自我效能度，那些認為自己善於使用互聯網

的人，越有可能利用互聯網積極地投身於社會公共事務，而對自己使

用網絡的能力抱有懷疑態度的人往往容易對這種新媒體產生畏懼心

理，更缺少動力參與網絡環境下的政治生活。因此，我們提出以下研

究假設和研究問題：

H1：互聯網自我效能度對網上公民參與有着積極的影響。

RQ3：互聯網自我效能度是否是一種調節變量，影響互聯網對公

民參與的作用？更具體地說，是不是互聯網自我效能度越高的人越善

於利用互聯網進行公民參與？

政治自我效能度一直被認為是一個能夠預測公民參與的重要變

量。政治效能感是指一個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參與可以影響到政治決

策。一個主觀上有能力的公民更有可能成為一個積極的公民（王彩梅，

2006）。如果公民對自己的政治參與缺乏信心，他就失去了表達意見和

參與行動的動力。那些對政治和社會公共事務有激情和興趣的人，或

者有着豐富的公民參與經驗的人，會更善於利用互聯網來獲取信息和

參與社會公共事務（Jennings & Zeitner, 2003; Putnam, 2000），而那些不

關心社會公共事務的人也不會利用互聯網來進行政治或者社區參與。

Pippa Norris發現，不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互聯網都不能夠把那些本

來對政治冷漠的人群動員起來，反而強化了政治參與中本來就存在的

不平衡現象（轉引自普特南，2011）。也就是說，互聯網對公民參與的

影響還有可能依賴於用戶的政治自我效能度，對自己的參政能力抱有

信心的人會更有興趣和動力利用網絡來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因此，我

們提出以下研究假設和研究問題：

H2：政治自我效能度對網上和網下的公民參與均有積極的影響。

RQ4：政治自我效能度是否是一種調節變量，影響互聯網對公民

參與的作用？更具體地說，是不是政治自我效能度越高的人越可能利

用互聯網參與社會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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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問卷與抽樣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的方法，問卷內容包括研究對象的人口社會

學特徵、使用傳統媒體和互聯網的習慣、互聯網自我效能度、政治自

我效能度以及用戶在網絡世界和真實社會參與公共事務的行為。對問

卷的檢驗在廣州某大學進行，150名大學生參加了預測試，結果顯示，

各個變量的信度均可接受。

正式的調研在廣州大學城展開，廣州大學城進駐了十所高校，但

這十所學校的性質和學生數量不一樣，有的是大規模的綜合性大學，

有的是較小規模的專業性大學。本研究將樣本定為1,000，先根據每所

大學的學生數量佔大學城學生總數量的比例來確定每個大學所分配到

的樣本數量。然後，對每所大學的宿舍樓進行隨機抽樣，抽中宿舍樓

之後，在樓中隨機抽取樓層，再對被抽中樓層中的宿舍進行隨機抽

樣，最後請抽中宿舍中的每個學生填答問卷，如果被抽中的宿舍裏有

學生不在，則請隔壁宿舍的學生填補人數。調研進行了大約兩個月，

共回收1,017份有效問卷。在樣本中，男生608人，佔59.8%，女生409

人，佔40.2%。95.1%的樣本為本科生，3.9%為研究生，1%為大專學

生。平均年齡21歲（Minimum=17, Maximum=28, SD=1.47）。各個大學

的最終樣本比例如下表，與預先設定的樣本比例基本一致：

表一  各大學樣本數量及比例

大學 樣本個數 百分比

廣東工業大學 200 19.7%

廣東藥學院 78 7.7%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75 7.4%

廣州中醫藥大學 75 7.4%

廣州大學 140 13.8%

廣州美術學院 52 5.1%

華南理工大學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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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師範大學 100 9.8%

星海音樂學院 48 4.7%

中山大學 149 14.7%

總計 1,017 100

測量方法

由於使用媒介的時間反映了用戶對某種媒介的投入程度，因此媒

介消費習慣是根據用戶平均每天使用某種媒介（報紙、雜誌、電視、廣

播和互聯網）的時間來測量的，「1」代表「不到1小時」，「7」代表「7小

時以上」。超過60%的大學生每天消費傳統媒介的時間不足1小時，只

有15%左右的大學生每天消費傳統媒介約1–3小時。然而，超過90%

的大學生每天上網的時間在1小時以上，42.1%的大學生每天上網的時

間為3–5小時，31.6%的大學生每天上網的時間超過5小時。可見互聯

網在大學生生活中的滲入程度遠遠超越了報紙、雜誌、電視、廣播這

四大傳統媒體。

具體的互聯網應用是用5級里克特量表測量參與者在多大程度上同

意以下問題： 

當我上網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在瀏覽網頁。

當我上網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在收發電子郵件。

當我上網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在聊天。

當我上網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在玩遊戲。

當我上網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在看電影。

當我上網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在聽音樂。

當我上網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在購物。

當我上網的時候，我大部分時間在使用SNS網站。

在各種上網行為中，瀏覽網頁、看電影、上社交網站所佔的比重

最大，其次是聽音樂、購物和聊天，收發郵件和玩網絡遊戲的比重最

小，這說明互聯網在大學生的生活中主要充當着信息來源和娛樂媒體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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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公民參與的測量以PEW研究中心的公民參與測量量表

（Smith, Schlozman, Verba, & Brady, 2009）為基礎，並根據中國大陸的實

際情況進行了修訂。線下參與部分的測量涉及到以下四個維度：首

先，大學生們被詢問在大學四年期間內是否經常加入學生社團或某一

民間組織（如NGO組織），是否經常參加某一個團體或者組織開展的集

體活動。公民參與網絡是由各種公民組織構成的，這些公民社會組織

包括興趣活動組織，社會服務組織，民間互助組織，社會公益組織，

為成員謀求共同利益的民間組織（楊月如，2003）。它們是國家和家庭

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又被稱為介於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第三

部門」(俞可平，2002：1190)。何增科 (2000：115)認為「公民通過參與

各種志願性社團組織所形成的互惠、信任、合作等規範，正是維繫民

主和促進發展都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本。加強公民社會成為建立社會資

本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其次，公民參與還包括參加志願者行動和為弱

勢群體和需要幫助的人群捐款捐物，因為公民參加這些公益性質的活

動，能夠形成互惠和信任的規範（Putnam, 2000)，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和互惠能夠降低機會主義和其他不合作行為產生的機率（Stolle, 2000)。

公民參與的第三個維度是投票選舉和就社會公共事務與媒體、政府聯

繫，參加這些社會公共事務能夠增強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和主人翁意

識。此外，正如前文所述，大眾傳媒的新聞報道能夠傳遞公共信息、

醞釀公共情緒、抑制搭便車行為，因此對新聞的關注和討論是公民參

與的原點，也是一種最便捷、最容易的參與方式（Erentaite, Zukauskiene,  

Beyers, & Pilkauskaite-Valickiene, 2012; Flanagan & Levine, 2010）。因此， 

本研究列舉了以上四個維度的公民參與活動，詢問研究對象在大學期

間參與這些活動的頻率。本研究的在線參與的選項主要來自PEW研究

中心的對美國人網絡參與現狀的調研問卷（Smith, Schlozman, Verba, & 

Brady, 2009），包括公民加入某個虛擬社區、利用互聯網了解關於社會

公共事務的信息，在互聯網上發布與社會公共事務相關的文字、圖

片、視頻，以及就社會公共事務進行在線討論。這些選項包括了中國

網民在線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幾種常見類型。每個問題均設置三個選

項（1=從不；2=偶爾；3=經常），具體測量方法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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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公民參與的測量

線下公民參與行為的測量

加入一個學生社團。

加入民間社團如NGO組織。

參加某一團體舉辦的集體活動。

就某公共事務與電台報紙或電視台聯繫。

就某項社會公共事務與政府部門聯繫。

在現實社會中就社會公共事務進行討論。

參加志願者活動包括亞運志願者。

就社會公共事務向媒體投稿。

投票選舉。

就社會公共事務參加抗議。

為災區或弱勢群體捐獻財物。

關注電視報紙雜誌廣播中的新聞事件。

在線公民參與行為的測量

在互聯網上對新聞網站或門戶網站的新聞進行評論。

就社會公共事務在互聯網上向公眾發表文字信息。

在互聯網上發布與某項社會公共事務有關的視頻。

在互聯網上發布與某項社會公共事務有關的圖片。

在互聯網上轉發與社會公共事務有關的信息。

在互聯網上就社會公共事務參與網絡討論。

關注與社會公共事務相關的網絡資源。

在互聯網上加入某個與社會公共事務相關的團體或社區。

互聯網自我效能度是根據Eastin和LaRose（2000）研發的5級里克

特量表來測量的，代表性的問題包括：「我了解有關互聯網的專有名詞

的含義」，「我能解決使用互聯網時出現的問題」，「我能解釋為什麼有

些任務不能在互聯網上運行」，等等。

政治自我效能度包括兩個維度：其一是內在效能度，指的是個人

相信自己能夠理解和影響政治；其二是外在效能度，即認為政府能夠

對個人的需求做出回應。在1987年的美國國家大選研究中，Ni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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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ig和Mattei（1991）用五個問題來測量內在政治效能度，並取得了較

高的信度和效度：「我覺得我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參與政治」，「我對國家

的重要政治事務有非常好的理解」，「我覺得我能像其他人一樣能在政

府任職」，「我覺得我像其他人一樣對政治和政府了解得很好」，「有的

時候我覺得政治和政府太複雜了，像我這樣的人很難理解」。Niemi等

人對外在政治效能度的測量是通過以下四個問題：「像我這樣的人對政

府做的事情沒什麼好說的」，「我覺得政府官員不關心像我這樣的人的

想法」，「我覺得政府在做決定的時候會關注人民的想法」，「我覺得是

因為人民有選舉權，政府官員才會關注人民的想法」。本研究採取了

Niemi等人的量表來測量政治自我效能度，信度檢驗顯示，有關選舉權

的這個問題使整體信度偏低，且不適合中國國情，因此在最終的測量

中刪去了這個問題。

下表報告了模型中主要變量的均值、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和

信度，各變量的信度均在0.70以上。

表三  各變量的描述性分析和信度

變量名 Mean S.D. 最小值 最大值 信度

互聯網自我效能度 16.49 3.83 5 25 0.82

政治自我效能度 23.43 4.95 8 38 0.72

網絡公民參與 14.34 3.73 8 24 0.84

線下公民參與 20.80 3.43 12 34 0.70

數據分析及結果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1（傳統媒介和互聯網在對公民參與行為產生影

響的方面是否有差異），本研究分別以在線參與和線下參與為因變量，

每天消費報紙、雜誌、電視、廣播和上網的時間為自變量，進行了回

歸分析，分析結果見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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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媒介使用與公民參與行為的回歸分析

因變量 在線公民參與 線下公民參與

Beta S.E. t Sig. Beta S.E. t Sig.

每天看報紙時間 0.09 0.30 2.22 0.03 0.10 0.28 2.44 0.01 

每天讀雜誌時間 0.10 0.29 2.63 0.01 0.07 0.27 1.89 0.06 

每天看電視時間 -0.05 0.24 -1.41 0.16 0.03 0.22 0.87 0.39 

每天聽廣播時間 -0.07 0.31 -1.70 0.09 -0.03 0.28 -0.73 0.47 

每天上網時間 0.13 0.11 4.18 0.00 -0.05 0.10 -1.58 0.11 

Adjusted R square 0.03 0.02 

閱讀報紙（Beta=0.09, p=0.03）、雜誌（Beta=0.10, p=0.01）和上網

（Beta=0.13, p<0.01）對虛擬世界中的公民參與有着顯著的積極影響，看

電視、聽廣播的作用並不顯著。讀報紙（Beta=0.10, p=0.01）對真實世界

的公民參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閱讀雜誌的作用接近顯著（Beta=0.07，

p= .06），其他幾種媒介使用行為的作用並不顯著。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2（哪種互聯網使用會對公民參與行為產生影

響），本研究分別以在線參與和線下參與為因變量，具體的上網行為為

自變量，進行了回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五所示。

表五  互聯網使用與公民參與行為的回歸分析

因變量 在線公民參與 線下公民參與

Beta S.E. t Sig. Beta S.E. t Sig.

上網瀏覽網頁 0.04 0.11 1.26 0.21 -0.04 0.10 -1.12 0.26 

上網收發電子郵件 0.09 0.13 2.75 0.01 0.17 0.12 5.12 0.00 

上網聊天 -0.04 0.11 -1.10 0.27 0.02 0.11 0.74 0.46 

上網玩遊戲 0.04 0.10 1.24 0.22 -0.04 0.10 -1.33 0.18 

上網看電影 -0.07 0.11 -2.20 0.03 -0.01 0.10 -0.26 0.80 

上網聽音樂 -0.01 0.09 -0.24 0.81 -0.08 0.08 -2.26 0.02 

上網購物 0.06 0.12 1.82 0.07 0.05 0.11 1.49 0.14 

上社交網站 0.19 0.10 5.85 0.00 0.11 0.09 3.33 0.00 

Adjusted R square 0.0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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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複雜的網絡使用行為中，收發郵件（Beta=0.09, p=0.01）和上社交

網站（Beta=0.19, p<0.01）有利於促進大學生在虛擬空間中參與社會公 

共事務，而看電影（Beta=-0.07, p=0.03）則對虛擬世界中的公民參與 

行為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收發郵件（Beta=0.17, p<0.01）和上社交網站

（Beta=0.11, p<0.01）也對大學生在現實生活中的公民參與行為有顯著的

促進作用，上網聽音樂（Beta=-0.08, p=0.02）的作用是顯著的、負面的。

研究假設1、2和研究問題3、4分別詢問互聯網自我效能度和政治

自我效能度的主作用（main effect）和調節作用（moderating effect）。本

研究進行了遞進回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六所示。

表六  互聯網使用、自我效能度與在線公民參與的遞進回歸分析

因變量：虛擬世界的公民參與

模型 自變量 Beta Std. 

Error

t Sig. Adjusted 

R square

Sig F 

Change

1 收發電子郵件 0.10 0.13 3.18 0.002 

上社交網站 0.20 0.09 6.54 0.000 0.06

2 收發電子郵件 0.09 0.12 2.89 0.004 

上社交網站 0.17 0.09 5.48 0.000 

政治自我效能度 0.12 0.02 3.96 0.000 

互聯網自我效能度 0.17 0.03 5.36 0.000 0.10 0.00

3 收發電子郵件 -0.07 0.75 -0.37 0.708 

上社交網站 0.31 0.52 1.80 0.073 

政治自我效能度 -0.01 0.07 -0.12 0.904 

互聯網自我效能度 0.30 0.09 3.37 0.001 

政治自我效能度*上社交網站 0.05 0.02 0.36 0.721 

政治自我效能度*收發電郵 0.30 0.03 1.80 0.072 

互聯網自我效能度*上社交網站 -0.22 0.02 -1.42 0.157 

互聯網自我效能度*收發電郵 -0.13 0.03 -0.87 0.385 0.11 0.20

在上表中，模型1以表五為基礎，以線上參與為因變量，將表五中

作用顯著的收發郵件和上SNS網站作為「社會性互聯網使用」的代表引

入模型之中，充當自變量。模型2添加了互聯網自我效能度和政治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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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度這兩個自變量，均呈現出顯著的積極作用。模型3旨在分析媒介

的作用是否會依賴於政治自我效能度和互聯網自我效能度，因此把這

兩個變量作為調節變量納入模型，但是分析結果呈現出不顯著的交互

作用，而且模型的解釋力並沒有得到顯著的提升（Sig F Change= 0.20），

因此應該拒絕模型3，也就是說，政治自我效能度和互聯網自我效能度

沒有起到調節變量的作用。我們接納的是模型2，該模型顯示，收發電

子郵件（Beta=0.09, p<0.01）、上SNS網站（Beta=0.17, p<0.001）、政治自

我效能度（Beta=0.12, p<0.001） 和互聯網自我效能度（Beta=0.17, 

p<0.001）對虛擬世界中的公民參與行為有積極作用。

依照與表六相同的思路，第二次遞進回歸分析以線下公民參與為

因變量，自變量與表六一致。計算結果如表七所示。

表七  互聯網使用、自我效能度與現實公民參與的遞進回歸分析

因變量：真實世界的公民參與

模型 自變量 Beta Std. 

Error

t Sig. Adjusted 

R square

Sig F 

Change

1 收發電子郵件 0.18 0.11 5.78 0.000 

上社交網站 0.11 0.08 3.46 0.001 0.05

2 收發電子郵件 0.15 0.11 5.11 0.000 

上社交網站 0.09 0.08 3.09 0.002 

政治自我效能度 0.26 0.02 8.76 0.000 

互聯網自我效能度 0.04 0.03 1.20 0.229 0.12 0.000

3 收發電子郵件 -0.18 0.67 -1.01 0.315 

上社交網站 0.18 0.46 1.04 0.297 

政治自我效能度 0.19 0.06 2.24 0.025 

互聯網自我效能度 -0.01 0.08 -0.14 0.887 

政治自我效能度*上社交網站 -0.04 0.02 -0.30 0.765 

政治自我效能度*收發電郵 0.23 0.02 1.40 0.161 

互聯網自我效能度*上社交網站 -0.05 0.02 -0.34 0.732 

互聯網自我效能度*收發電郵 0.15 0.03 1.07 0.285 0.13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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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報告的三個模型分別添加了互聯網使用、自我效能度、自我

效能度的交互作用作為新的自變量，模型2由於新自變量的納入而得到

顯著改進，而模型3的改進則不顯著（Sig F Change=0.45），因此應當保留

模型2。模型2顯示，收發郵件（Beta=0.15, p<0.001）、上SNS（Beta=0.09, 

p<0.005）網站這兩種社會化的互聯網使用行為都對現實世界中的公民參

與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大學的政治自我效能度（Beta=0.19, p<0.05）的作

用也是顯著的、積極的。互聯網自我效能度對線下參與的作用不顯著。

討論與結論

儘管大學生對傳統媒介逐漸疏離，但是在報紙、雜誌、電視和廣

播四大傳統媒介中，報紙和雜誌對大學生在網絡世界中和現實社會中

的公民參與行為都有着顯著的積極影響；而電視和廣播無論對線上參

與還是線下參與的影響都不顯著。報紙和雜誌是以文字為基礎進行信

息傳播的媒介，除了能夠承載豐富的信息之外，還可以進行深度的分

析報道、表達深刻的思想和犀利的觀點。人們在閱讀文字、理解文字

的過程中同時也需要投入腦力進行思考，因此會消耗一定的認知和情

感。所以即使在互聯網日漸普及的今天，報紙和雜誌在傳播信息和觀

念的同時，也更加容易引發人們的思索和內心的共鳴，營造公共情

緒，從而能夠更有效地激發人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關注，鼓勵他們親

身參與。Putnam（2000）發現，與不讀報的人相比，習慣性讀報的人更

有可能參加集體組織，會更加積極地參與社團和公共協會，參加地方

議會的次數更多，更經常投票，更積極為社區工作，甚至拜訪朋友的

次數更多，對鄰居也有更多的信任（普特南，2011，p.253）。而電視和

廣播是以視頻和音頻符號為基礎的傳播媒介，繽紛奪目的電視節目和

喧鬧的廣播內容更多地是對觀眾 /聽眾的感官帶來衝擊，人們在被動地

接納這些視頻和音頻信息的同時並不一定會付出主動的思考，曾經有

人把電視觀眾比喻成「沙發上的土豆」，就反映了這種被動消極的媒介

消費行為。所以，電視和廣播在社會動員方面會比較容易刺激感官，

並激發一時生理喚起（arousal），但是否會促使人們採取行動，投身於

公共事務還依賴於媒介是否喚醒了人們內心深處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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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另一方面，充斥着大量歌舞升平的娛樂節目、膚淺的肥皂劇和崇

尚拜金主義的商業節目的電視減少了人們參與公共活動的動機，吞噬

了人們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義務感；即使對社會公共事件的報道（如災

難、戰爭），電視可以在一定意義上喚醒人們的公民意識、增進團結，

但它們給觀眾帶來的更多的是戲劇性的觀感而非社會性的啟蒙（普特

南，2011，p.284）。也有學者認為，電視在二戰之後已經淪為「軟」新

聞、信息娛樂片和商業化的贏利手段，已經不再能夠充當公民教育者

（查德威克，2010）。廣播則日漸退出了大學生的日常生活，極少有大

學生保持每天聽廣播的習慣，因此廣播的影響力猶弱於電視。

本研究發現，在種類繁多的互聯網服務中，使用電子郵件和SNS

網站對大學生的網絡參與和線下參與都有着顯著的促進作用。這一發

現與PEW研究中心的調研結果十分類似：那些使用博客或者社交網絡

的用戶相對其他用戶來說在公民參與方面更活躍，他們更有可能加入

一個政治或公民團體，更有可能與政府官員聯繫或在媒體上發表自己

的聲音（Smith, Schlozman, Verba, & Brady, 2009）。郵件和SNS的積極

作用反映了互聯網對公民參與的積極影響主要體現在它作為人際傳播

的工具這個角色上。電子郵件和SNS是網絡世界中最高效、最常用的

人際傳播工具之一，人們可以通過郵件和SNS共享信息、傳遞公共話

題，構建網絡輿論場，更重要的是，互聯網技術有利於利益團體的內

部溝通，常常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裏，有效地組織起來關於某個議題

的運動，比如使用電子郵件和SNS能夠有效地進行社會動員、組織集

體行動，以這種方式組織能夠減少費用並提升操作上的靈活性（查德威

克，2010）。此外，人們在網絡上的行為很有可能是受到網絡環境的影

響，個別網友或者意見領袖的參與行為很有可能產生示範效應，激勵

其他網友做出相應的舉動。Granovetter（1978）的「閾限理論」認為，在

不確定的狀態或者有風險的情況下，個體參加集體行動的傾向建立在

他對風險的評估上。如果個體對前景的評估包含「你先來」或者「人多

勢眾更安全」這樣的判斷，那麼他投身於有潜在危險的集體行動的可能

性會大大增加（查德威克，2010）。根據這一理論，互聯網對集體行動

的敦促能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電郵、包括微博在內的SNS可

以把一個個體參與或者即將參與行動的信息快速地傳遞給很多人，從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28期（2014）

114

而降低一些「旁觀者」的心理閾限值，使他們由集體行動的觀望者變成

積極參與者。儘管桑斯坦擔憂定制化媒介的使用將有害於民主和自

由，而SNS屬於定制化媒介，但是這些定制化的網站也同樣發揮着公

共媒介的作用，因為它們往往會提供如「熱門話題」和「微博廣場」這樣

的平台，鼓勵用戶對公共話題的討論，有益於公共空間的形成。此

外，很多研究證明，SNS能夠為弱關係（weak tie）的建立和發展提供很

多機會 (e.g., 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 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11; Skoric, Ying, & Ng, 2009)，而弱關係最大的優勢在於能夠

帶來不一樣的信息、資源和世界觀，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弱定制

化信息造成的群體極化現象。

互聯網自我效能度對在線公民參與的影響是顯著的、積極的，也

就是說，人們掌握互聯網的能力越強、信心越足，則越有可能利用互

聯網來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本研究的經驗數據證明，較高的政治自我

效能度能夠強有力地預測人們對網上和網下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程

度。很多時候，人們對社會公共事務只關注而不親力親為，只批判而

不付諸行動。就像普特南（2011：211）說的：「我們仍然對公共事務感

興趣，是對其持批判態度的觀眾。我們亂出主意，却不自己參與遊

戲。我們用一種表面上的正式聯繫裝點門面，却很少真正露面」。有的

時候這種狀況的出現並不是因為冷漠，而是因為人們往往覺得自己「人

微言輕」，悲觀地認為個體的努力並不能對社會現實產生任何影響。因

此我們的社會多的是或冷言冷語或言辭激烈的「旁觀者」或「評論者」，

少的是雷厲風行的「實踐者」。 

然而，本研究的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媒介對公民參與的作用並不

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強大，單純以媒介使用為自變量，模型的解釋力並

不高，而增加互聯網自我效能度和政治自我效能度這些自變量之後，

模型的解釋力得到顯著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應證了媒介的有限效果

論，即大眾媒介一般不能成為產生受眾效果必要和充足的原因，媒介

往往只能在特定的情況下對特定的人群發揮有限的作用，而且其效果

可能會因為某種中介變量或者調節變量的介入而減弱，媒介的作用常

常表現在加強人們已有的態度和傾向，而非改變既有的現狀（董璐，

2008：230）。在本研究的數據分析結果中，儘管某些媒介的效果是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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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但媒介使用並非決定公民參與的最重要的因素；儘管互聯網自

我效能度和政治自我效能度亦是作用顯著的影響因素，但這些變量的

解釋力仍然沒有強大到足以充分解釋公民參與這一複雜的行為。未來

的研究可以從動機和原因的層面探討參與主體的心理動機、從眾心

理、群體壓力、社會輿論等因素如何導致公民參與行為的發生。

註釋

1 本文是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項目編號：
13YJCZH275）和中山大學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文科青年教師培育項目（編
號1209011，批准號12wkpy3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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